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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 

张国林 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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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确权通过颁发经营权证书的方式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转让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直接和间

接的促增效应。利用 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的数据,从土地流转的角度考察了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

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土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土地确

权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重要机制。发挥土地确权对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应进一步完善土地确

权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整合土地经营权交易网络,推动土地经营权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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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经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这可能成为影响我国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

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国内需求的增长，既不利于中

央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又不利于城乡消费市场的拓展。当前，“三农”工作的重心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

农民收入问题成为事关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问题之一。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保持持续较快增长。2015—2019年，农民收入的年均增速达 7.4%，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保持高速增

长的压力较大。受农民人口数量较大和地方财政压力等的限制，农民转移性收入短期内上升空间也较为有限。在当前农户普遍

处于分化的大背景下[1]，土地仍然是我国农民拥有的最主要的财产，目前土地流转收入和征地补偿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随着中央逐渐放松土地流转的限制和外出务工农民的增多，我国土地流转规模不断增大，土地租赁市场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

对土地进行确权。2009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的试点工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用

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2019年，我国有超过 2亿农户完成土地确权，确权的土地面积达

到 0.99 亿公顷。截至 2020 年，我国已经基本完成土地确权工作，土地确权的政策效应逐渐显现[3]。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使用

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的数据实证考察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一、相关文献综述 

土地确权的实质是明晰产权。国内外学者围绕土地确权对土地流转、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农业生产经营、农民参与信贷

抵押市场、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学术界关于土地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持有不同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土地确权能够通过降低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

本，以及提高土地流转交易的安全性来促进土地流转。Deininger等实证研究发现，土地确权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流转土地的概率，

且农民更倾向于与非亲属进行土地流转交易[4]。Holden 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确权提高了土地流转的交易量，且女性转出土

地的意愿比男性更高[5]。丁玲、钟涨宝将土地流转细分为转出土地和转入土地，他们发现土地确权对转出土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

                                                        
1
作者简介：张国林,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丽,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重庆市技术预见与制度创新专项项目“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金融风险管理创新研究”(cstc2019jsyj—zzysbAX0026) 



 

 2 

应，但对转入土地没有显著的影响。部分学者则认为土地确权对于土地流转具有抑制效应[6]。Jacoby 等实证研究发现，土地确

权对土地流转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7]。罗必良、洪炜杰认为，土地确权之后，农民产权意识增强，导致农民提高转出土地的价格，

从而对土地流转产生抑制效应
[8]
。还有学者认为，土地确权对土地流转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胡新艳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土地确

权对于农民是否流转土地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9]。 

国内外学者对土地确权与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也有诸多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土地确权有利于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Mu 等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至非农部门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10]。许庆等研究发现，土地确权能够降低农

民转出土地经营权之后的失地风险，提高农民转移至非农部门或城市地区就业的概率[11]。此外，高强等提出，研究土地确权对

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土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至非农部门或城市部门就业之间的联动效应[3]。 

土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影响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土地确权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

Deininger等学者从土地确权提高产权安全性的角度，研究土地确权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影响，发现土地确权对于农业生产性

投资具有正向影响[12]。公茂刚等研究发现，土地确权能够提高农民对于农业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农业生产要素的投资意愿[13]。

但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性投资受到土地确权、农

民个体差异，以及其他政策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
[14]

。 

学术界对土地确权之于农民参与信贷抵押市场行为的影响也进行了探讨。部分学者认为，土地确权有利于帮助农民获得贷

款。Alston 等实证研究发现，土地确权能够提高农民参与信贷抵押市场并获得贷款的概率[15]。姜美善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土

地确权能够提高农民参与信贷抵押市场的意愿，有助于农民通过抵押土地经营权获得贷款[16]。但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

如李江一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土地确权对于农民参与信贷抵押市场、申请贷款均没有显著的影响[17]。 

对于土地确权是否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部分国内学者进行了探讨。宁静等研究发现，土地确权有利于提高贫困地区

农民的收入[18]。杨宏力等对土地确权与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土地确权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农业短期投入

的方式促进农民农业收入、总收入的增长，但土地确权并没有通过家庭劳动分工、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方式促进农民收入增长[19]。

也有学者对此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贺雪峰认为，土地确权可能会导致耕地细碎化问题更加严重，因而土地确权并不能促进农

业生产经营收入的增长[20]。从实践逻辑来看，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意义更大，这是因为，土地是我国农民最主要

的财产。目前，尚未有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的相关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土地确权为逻辑起点，考察

其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实证评估两者的因果效应。在此基础上，以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为中介变量，

验证土地确权→中介变量→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机制，计算中介变量对综合效应（土地确权影响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概率）

的贡献率。 

二、理论分析 

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奠基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主要的特点是政府采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交易来实现土地资源的配置，而法

律对于农民承包地转让权的界定严重滞后。土地确权之前，农民承包地面积、四至、登记都比较模糊，农民并未完全享有对承

包地自由转让的权利。土地确权实现了地块、承包合同、证书落实到农户，增强了农民对承包地的实际控制。土地确权不仅不

会削弱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而且能为农民增收提供保障[21]。 

根据产权理论，明晰的产权能够提高产权交易主体的收入。土地是我国农民拥有的最主要的财产，目前土地流转收入和征

地补偿是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确权之后，农民享有土地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其他市场主体

的转让权，以及通过土地资源获得租金收入的收益权[22]。一方面，土地确权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赋予了农民承包权经营权，突破

了村集体与农民之间具有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仅可有效抵制村集体对土地流转的干预，而且还能有效降低村庄土

地调整频率。另一方面，土地确权能够增加土地产权强度，从而提高土地经营权的市场交易价格和农民的潜在收益。土地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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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保障、提高农民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收益，持有土地经营权证书的农民可以放心地将承包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市场主体，

直接获得土地租金收入，即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具有直接的促增效应。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土地确权能够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除直接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外，土地确权还可能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或抵押贷款的路径，间接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

增长（见图 1）。主要表现为：其一，转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可能会进城务工或者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或经营性收入。转入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更高，这部分农民可能通过转入土地经营权获得更高的农业生产经

营收入。随着农民收入增长，在满足消费性需求之后，农民有可能进行储蓄或者参与投资，并获得利息收入、资产增值收益等

财产性收入。从理论上看，土地经营权流转可能是土地确权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条重要机制。其二，土地确权明晰了土地

权利边界，有利于降低土地纠纷发生的概率。这是因为，土地确权的产权担保机制能够为土地流转后地权边界被打破、土地被

承租方非法侵占等纠纷提供解决的依据；同时，土地确权有助于降低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土地的市场价值。农民

通过土地经营权抵押并获得贷款的几率更高。农民可以利用抵押贷款参与投资获得利息收入或资产增值收益，或者从事其他生

产经营活动并获得更高的收入。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民可能会逐渐积累起一定数量的财产。只有当拥有一定的财产之后，才有

机会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把握市场投资机遇并依靠个人能力取得财产性收入。因此，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也可能是土地确权提

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另一条重要机制。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图 1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的分析框架 

假设 2：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以及促进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土地确权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机制。 

三、模型构建、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土地确权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基本模型： 

 

其中，Yi代表农民财产性收入。landri代表土地 1是否确权。Xi代表其他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控制变量向量，包括户主特

征变量、家庭财产总量、地区虚拟变量。其中，户主的特征变量包含：户主的学历、性别、年龄、自评健康状况和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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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为方程（1）的随机误差项。 

根据上文所述，土地确权可能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因而本文构建了如下

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Yi代表农民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方程（3）中，Mi表示中间传导机制，即土地经营权流转 2，以及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方程（2）、方程（3）和方程（4）中的 Xi代表其他可能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控制变量向量，包含户主特征变量 3、家庭财

产总量，以及地区虚拟变量。方程（2）中系数 a1表示土地确权对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概率的综合效应；方程（3）中系数 b1代

表土地确权对中间传导机制的影响作用；方程（4）中的系数 c1表示土地确权对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概率的直接效应。b1*γ 表

示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νi，μi，εi分别为方程（2）、方程（3）和方程（4）的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的数据，在经验上识别土地确权对农民财

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CHFS是西南财经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家庭随机抽样调查，覆盖 29个省（区、市）、355个县级单位、

1428个村级单位、3.7万户家庭的 13.3万人。CHFS的问卷主要内容包括：社区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基本信息、金融财富、住房

资产与土地、负债、收入、消费、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代际转移支付、就业以及支付习惯等。CHFS 还询问了土地确权、耕地

流转、农民的财产以及财产性收入等较为详细的信息，为本文研究土地确权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为了从

CHFS 中整理出研究所需数据，首先将农民个人、家庭以及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匹配。同时，为避免家庭和城市层面信息重复而

影响研究，选择农村家庭户主 4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其他家庭成员的信息；在删除了财产性收入、土地确权等变量的缺失值后，

得到 9006户样本，其中土地确权组 4176户，未确权组 4830户。 

（三）指标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在基本模型中，选取农民财产性收入、农民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确权农村样本家庭的平均财产性收

入为 2696元，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高于未确权家庭的 1897 元。确权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比例为 16.9%，在 1%的置信水平

上显著高于未确权家庭的 14.6%。 

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土地确权。由于农民是否取得土地经营权证书是土地确权的法律依据，因而本文借用这个指标

来衡量土地是否确权。在 CHFS的问卷中包括了“您家是否取得土地经营权证书？”这一问题。若取得土地经营权证书，则土地

确权赋值为 1；若未取得证书，则土地确权赋值为 0。在全部农村样本家庭中，有 46.37%的家庭参与土地确权，53.63%的家庭尚

未确权。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增效应，但在经验上土地确权是否显著提高了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还需要根据计量分析结果进行判断。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在 CHFS的家庭层面问卷中，既有关于土地经营权转出的问题：

“目前，您家耕地的经营权是否转让给他人或机构？”，也有关于土地经营权转入的问题：“您家是否转入耕地经营权？”。

由于土地流转决策应该包含流转双方的决策，本文分别从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转出、土地经营权转入考察土地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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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的中介效应。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也是本文的中介变量，在 CHFS的家庭层面问卷中有关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相关问题：

“您家是否使用过土地经营权向银行申请贷款？”，以及“您家这笔贷款是否申请成功？”。如果样本家庭使用土地经营权抵

押贷款并且成功获得贷款，则中介变量“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赋值为 1，否则为 0。从表 1可知，成功使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的农村样本家庭比例为 0.57%，在 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未确权家庭 0.19%的比例。 

本文在参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户主特征变量、家庭财产总量、地区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户主特征变量

包含户主的学历、性别、年龄、自评健康状况，以及政治面貌；家庭财产总量包含农村样本家庭的金融性财产和非金融性财产；

地区虚拟变量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 

本文采用地级市平均土地确权率（排除受访户主家庭）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我国不同地级市的土地确权情况存

在差异，地级市的平均土地确权率越高，农村家庭参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可能性越高。而地级市的土地确权率显然与影响微观

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概率的其他遗漏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因此，本文使用地级市平均土地确权率（排除受访户主家庭）作

为土地确权的工具变量。确权农村样本家庭的地级市平均土地确权率为 50.7%，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高于未确权家庭的地级

市平均土地确权率 30.7%。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 

首先采用方程（1）估计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综合效应，OLS 回归结果见表 2 列（1）。回归结果显示，与未确权家

庭相比，确权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提高了 18.5%，并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根据 CHFS2015的数据统计，农村样本家庭的年均

财产性收入为 2267元，因而确权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平均提高了 419元。土地确权的实质是明晰产权，可提高土地经营权的安全

性和稳定性，有效减少村集体对农民承包地的干预和调整，确保农民能够完全自由地转出、转入土地经营权，保障农民在土地

流转过程中的权益，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直接的促增效应。显然，回归结果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 1：土地确权明显促进农民

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表 1各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定义 确权(n=4176) 未确权（n=4830） 差异 

财产性收入 单位：元 2696 1897 799* 

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 拥有=1，否则=0 0.169 0.146 0.023*** 

土地经营权流转 

（转出或者转入） 
流转=1,未流转=0 0.311 0.283 0.028*** 

土地经营权转出 转出=1,未转出=0 0.146 0.128 0.018*** 

土地经营权转入 转入=1，未转入=0 0.167 0.152 0.015**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成功=1,否则=0 0.059 0.019 0.004*** 

小学及以下学历 是=1,否=0 0.529 0.532 -0.003 

中学学历 是=1,否=0 0.445 0.4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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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以上学历 是=1,否=0 0.026 0.022 0.004 

性别 男性=1,女性=0 0.891 0.891 0 

年龄 受访人 2014年时的年龄 60 60 0 

自评健康状况 
非常好或好=1,一般、 

不好或非常不好=0 
0.342 0.371 -0.029*** 

政治面貌 党员=1,非党员=0 0.128 0.109 0.019*** 

家庭财产总量 单位:元 77466 74232 3234 

东部地区 是=1,否=0 0.256 0.346 -0.090*** 

中部地区 是=1,否=0 0.220 0.316 -0.096*** 

西部地区 是=1,否=0 0.398 0.240 0.158*** 

东北地区 是=1,否=0 0.127 0.098 0.029*** 

工具变量 
地级市平均土地确权率 

（排除受访户主家庭） 
0.507 0.307 0.200*** 

 

注：根据 CHFS2015的数据统计 

在控制变量中，户主的学历、年龄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有助于突破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时所面临的

知识壁垒，把握市场投资机遇并依靠个人能力取得投资收益。随着户主年龄增长，可能会选择退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将闲置

的土地流转出去，从而获得财产性收入。相对于男性户主家庭，女性户主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更高。家庭财产总量对财产性收入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由于拥有的财产越多，参与资本市场投资的概率越高，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越大。最后，地区虚

拟变量对农民财产性收入也具有一定影响，与东北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农村样本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明显更高，这与东部地区的

土地流转市场、资本市场更为发达的现实相吻合。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农村样本家庭的财产性收入的差异并不显著。

根据 CHFS2015 的数据统计发现，样本农村家庭中仅有 19.25%拥有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鉴于此，本文仍采用方程（1）进一

步估计土地确权对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概率的影响。在方程（1）中，对财产性收入大于 0 的家庭，Yi赋值为 1；对财产性收入

为 0的家庭，Yi赋值为 0。Probit回归结果见表 2列（2）。回归结果显示，与未确权家庭相比，确权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概率

显著提高了 2.4%，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由于仅有 19.25%的样本农村家庭中拥有财产性收入，因而 2.4%的概率增幅也是

比较高的。土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概率，这也证实了不明晰的土地产权制度是造成农村家庭缺少财产

性收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 2中 Probit估计结果有可能并不具有一致性。这是因为，土地确权与农民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逆向因果关系。土地确权明确了承包经营权，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提高农民拥有

财产性收入的概率，同时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农村家庭可能更加倾向于将土地流转出去，因而其土地确权的概率也更高。本文使

用地级市平均土地确权率（排除受访户主家庭）作为土地确权的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IVProbit）估计方程（1），回归

结果见表 2 列（3）。Wald 检验的 P 值显著拒绝了土地确权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在工具变量回归中，第一阶段回归的 F 值为

1777.22，显著高于 F的临界值 10，因而拒绝选取的工具变量（地级市土地确权率）是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此时核心解释变量

土地确权的边际概率系数在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土地确权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概率。具体来看，

与未确权家庭相比，确权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概率提高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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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变量 

OLS估计 Probit估计 IVProbit估计 

(1) (2) (3) 

土地确权 
0.185*** 

(0.066) 

0.024*** 

(0.008) 

0.033* 

(0.019) 

中学学历 
0.280*** 

(0.071) 

0.021** 

(0.008) 

0.034*** 

(0.008) 

本科及以上学历 
0.371* 

(0.221) 

0.053** 

(0.024) 

0.076*** 

(0.025) 

性别 
-0.175* 

(0.105) 

-0.008 

(0.013) 

0.008 

(0.013) 

年龄 
0.022*** 

(0.003) 

0.003*** 

(0.000) 

0.002*** 

(0.000) 

自评健康状况 
0.040 

(0.070) 

0.001 

(0.008) 

0.018** 

(0.008) 

政治面貌 
0.025 

(0.104) 

0.010 

(0.012) 

0.025** 

(0.012) 

家庭财产 
0.311*** 

(0.018) 

0.036*** 

(0.002) 

0.040*** 

(0.002) 

东部地区 
0.333*** 

(0.114) 

0.014 

(0.013) 

0.012 

(0.014) 

中部地区 
-0.126 

(0.116) 

-0.020 

(0.014) 

-0.029** 

(0.014) 

西部地区 
-0.019 

(0.114) 

-0.031** 

(0.013) 

-0.039*** 

(0.014) 

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 F值 — — 1777.22 

R2 0.045 0.051 — 

样本量 8665 8665 8665 

 

注:***、**、*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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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核匹配前后控制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Pseudo-R2 

(1) 

LR统计量(P值) 

(2) 

标准化偏差 

(3) 

匹配之前 0.023 
278.37 

(0.000) 
75% 

核匹配 I 0.002 
27.76 

(0.002) 
50% 

核匹配 II 0.000 
0.71 

(1.000) 
25% 

 

注：核匹配 I的带宽为默认的 0.060，核匹配 II设定带宽为 0.010，默认使用二次核函数匹配 

（二）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为检验基本模型（1）的 OLS 回归结果是否稳定、可靠，接下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对方程（1）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来说，就是利用控制变量为每个确权家庭匹配一个“同质”的未确权家庭，从而确保两组农

村样本家庭除了在土地是否确权方面不同之外，其他特征尽可能地相似，然后通过对比两组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差异来检验土地

确权是否显著促进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为此，首先使用 Logit 模型构建土地确权模型。为了提高匹配的质量，在构建农村

家庭土地确权的 Logit模型中使用了户主特征变量、家庭财产总量和地区虚拟变量进行回归 5，然后利用 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

计算每个农村家庭的倾向得分值（即土地确权的概率），并根据倾向得分值为每个确权家庭匹配“同质”的未确权家庭。 

在采用核匹配法（kernel matching）匹配样本之后，所有控制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控制在 1%以内，而且 t检验的结果 6不

拒绝确权组和未确权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表 3列示了核匹配前后控制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表 3列（1）显示，Pseudo-R2

值从匹配前的 0.023下降到 0。列（2）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控制变量的联合显著性在匹配前和核匹配 I中在 1%的置信水平上

显著，在核匹配 II 中不显著。列（3）显示，控制变量的总偏差从 75%下降到 50%，调整核匹配的带宽之后最终下降到 25%，总

偏差大幅度降低，可见匹配结果较好地平衡了数据。 

在取得有效的匹配样本后，进一步计算土地确权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ATT,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结果列示在表 4的列（3)—(4）。回归结果表明，确权农村样本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比未确权家庭显著提高了 15.4%～

16.9%，且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两种方法回归系数比较接近，这也证实对于基本模型（1）的 OLS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此外，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会导致估计效率的降低，这里再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SL,Weighted Least Square）

模型估计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列示在表 4 列（2）。对比 WLS 与 OLS 的回归结果发现，两种方法估计的土地

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综合效应在数值上较为接近，证明对于基本模型（1）的 OLS回归结果是有效的。上述结果与前文提出的

假设 1一致，即土地确权显著促进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 

表 4土地确权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因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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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OLS WLS 核匹配 I 核匹配 II 

(1) (2) (3) (4) 

土地确权 
0.185 *** 

(0.066) 

0.162** 

(0.078) 

0.169** 

(0.069) 

0.154** 

(0.069) 

中学学历 
0.280*** 

(0.071) 

0.268*** 

(0.070) 

0.076 

(0.048) 

0.076 

(0.048) 

本科及以上学历 
0.371* 

(0.221) 

0.527** 

(0.222) 

0.145 

(0.150) 

0.145 

(0.150) 

性别 
-0.175* 

(0.105) 

-0.220** 

(0.104) 

-0.024 

(0.072) 

-0.024 

(0.072) 

年龄 
0.022*** 

(0.003) 

0.020*** 

(0.003) 

0.003 

(0.002) 

0.003 

(0.002) 

自评健康状况 
0.040 

(0.070) 

0.014 

(0.069) 

-0.082* 

(0.047) 

-0.082* 

(0.047) 

政治面貌 
0.025 

(0.104) 

0.125 

(0.104) 

0.203*** 

(0.070) 

0.203*** 

(0.070) 

家庭财产 
0.311*** 

(0.018) 

0.298*** 

(0.018) 

0.024* 

(0.012) 

0.024* 

(0.012) 

东部地区 
0.333*** 

(0.114) 

0.378*** 

(0.115) 

-0.553*** 

(0.077) 

-0.553*** 

(0.077) 

中部地区 
-0.126 

(0.116) 

-0.088 

(0.116) 

-0.642*** 

(0.078) 

-0.642*** 

(0.078) 

西部地区 
-0.019 

(0.114) 

0.153 

(0.118) 

0.269*** 

(0.076) 

0.269*** 

(0.076) 

R2 0.045 0.042 0.029 0.029 

样本量 8665 8665 8665 8665 

 

注:***、**、*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本表省略了常数项的估计结果 

（三）中介效应分析 

在清楚土地确权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因果效应之后，接下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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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用机制。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提出土地确权→中介变量→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概率的中介变量影响渠道。中介效应模型

的作用机制由方程（2）、方程（3）和方程（4）共同描述，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表 5 第 2 行显示，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中介效

应为 20.60%，且其回归结果在统计上显著，因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部分中介效应成立。第 3 行显示，土地经营权转出的中介效

应为 29.17%，其回归结果也是显著的，因而土地经营权转入的部分中介效应也成立。第 4 行显示，土地经营权转出的中介效应

为 1.25%，且其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显著 7，因而土地经营权转入的部分中介效应也成立。第 5行显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

部分中介效应不成立。综上，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转出是土地确权影响农民财产性收

入的重要机制，而土地经营权转入的部分中介效应很低，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中介效应不成立。 

表 5土地确权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中介效应（逐步回归法） 

中介变量 
a1 

(1) 

b1 

(2) 

c1 

(3) 

γ 

(4) 

间接效应 

（b1γ）(5) 

中介效应所占比重 

（b1γ/a1）(6) 

土地经营权流转 

(转入或转出) 

0.024*** 

(0.008) 

0.023** 

(0.010) 

0.018*** 

(0.008) 

0.215*** 

(0.007) 
0.005 20.60% 

土地经营权转出 
0.024*** 

(0.008) 

0.020*** 

(0.008) 

0.016** 

(0.007) 

0.326*** 

(0.006) 
0.007 29.17% 

土地经营权转入 
0.024*** 

(0.008) 

0.007 

(0.008) 

0.0238*** 

(0.008) 

0.047*** 

(0.011) 
0.0003 1.25%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 

0.024*** 

(0.008) 

0.004 

(0.002) 

0.023*** 

(0.008) 

0.083 

(0.060) 
— —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6中介效应的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中介变量 总效应(1) 直接效应(2) 间接效应(3) 中介效应占比(4) 

土地经营权流转 

(转入或转出) 

0.029* 

(0.016) 

0.017** 

(0.007) 

0.011* 

(0.018) 
39.37% 

土地经营权转出 
0.030* 

(0.016) 

0.004 

(0.025) 

0.025 

(0.043) 
— 

土地经营权转入 
0.028* 

(0.016) 

0.020** 

(0.007) 

0.009* 

(0.016) 
30.49%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0.028* 

(0.016) 

0.018*** 

(0.008) 

0.010* 

(0.016) 
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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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考虑中介效应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接下来以农民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土地确权为核心解释变量，

以地级市平均土地确权率（排除受访户主家庭）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中介效应的工具变量法，分别估计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

经营权转出、土地经营权转入、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土地确权影响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概率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6 所

示 8。表 6的第 2行以土地经营权流转作为中介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土地经营流转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其占比达 39.37%，因

而土地经营权流转是土地确权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机制之一。表 6 的第 3 行以土地经营权转出作为中介变量，回归结果

显示，土地经营权转出的中介效应不成立。表 6 第 4 行以土地经营权转入为中介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土地经营权转入的中介

效应为 30.49%。该回归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一致：农业生产经营效率高的农民更倾向于转入土地，这部分农民可能通过转入土

地经营权获得更高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在满足消费性需求之后，农民可能将增加的收入进行储蓄并获得利息收入，甚至参与

投资以获取资产增值收益。因此，土地经营权转入是土地确权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机制之一。表 6 的第 5 行以土地经营

权抵押贷款为中介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中介效应为 35.41%，该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农民可以利

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参与投资获得利息收入或资产增值收益，或者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并获得更高的收入。随着收入的增

长，农民可能会逐渐积累起一定数量的财产。只有当拥有一定的财产之后，才有机会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把握市场投资机遇，

并依靠个人能力取得财产性收入。因此，土地经营权抵押是土地确权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机制之一。 

尽管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转入、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民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未能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但在土

地确权影响农村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概率的综合效应中占比分别达到 39.37%、30.49%、35.41%。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与上文提

出的假设 2 是一致的，即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土地确权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机制。上述结论对

于政府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非农部门就业，农村土地流转率逐渐上升。土地流转

率上升是农民富余劳动力向外流动的市场化反映，两者是相伴相生的关系。“三权”分置和土地确权是应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化的制度创新和重要改革举措，在进行“三权”分置改革和土地确权之前，土地流转中相关产权主体的行为能力受到较大的限

制[23]，“三权”分置和土地确权清晰地界定和确定了土地流转中的权利主体，对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民、村集体以及流入土地的

市场主体进行了“松绑”。 

国家层面的改革举措往往滞后于微观层面的实践进程，但这些改革举措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改革设计的目标，还有赖于微

观层面的检验。从理论上看，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增效应，且土地经营权流转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本文利用 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的数据，从土地流转的角度考察了土地确权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以及促进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否是土地确权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

要机制。通过上述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第一，土地确权显著促进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相较于未确权家庭，确权农村

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了 18.5%，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概率提高了 3.3%。第二，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转入，以及土

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土地确权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机制。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经营权转入，以及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的中介效应比重分别为 39.37%、30.49%和 35.41%。土地确权的推进需要落地于土地经营权流转这一关键场域。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完善土地确权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推动土地确权改革，不仅有利于实现土地经

营权的价值，而且可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虽然土地确权显著促进了农民

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但部分农民在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后并没有参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土地确权与农民转移至非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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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或城市地区就业、取得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土地确权改革的相关配套

措施，细化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增强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协同性和可操作性，为参与土地流转的市场主

体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整合土地经营权交易网络，提高土地流转的经济效率。土地确权的实践历程需要落地于土地流转这一关键场域。从

土地流转的经济效率来看，与农民之间小范围的土地经营权转让相比，有市场主体参与的规模化、集约化的土地流转在提高土

地经营效率的基础上，能够为农民带来较高的租金收入。推动规模化、集约化的土地流转主要有两个切入点：一是整合土地经

营权交易网络，一方面为交易双方提供更多的信息，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便于政府对交易双方的

行为进行适时、适度干预，保障土地的生态安全[24]，最终促进各方合作共赢。二是鼓励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允许承租方改变

各承包地之间的地界，这有利于承租方增加对承包土地的长期投入，提高土地经营产出，也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租金收入。 

第三，推动土地经营权市场化，让农民享受到土地确权的制度红利。通过进一步推动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让土地所有权和

承包权的权益变现，能使农民和村集体享受到土地确权的制度红利。2018 年新修正的《土地承包法》正式确定了土地经营权抵

押融资制度。虽然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还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但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这一问题。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激

活土地经营权抵押市场，可以考虑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治理的模式来实现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土地经营

权交易网络，土地市场总体上是“薄市场”，导致大部分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采取了组合抵押担保模式，为此，有必要大力推

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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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在 CHFS2015 年的调查问卷中,土地是指农用土地,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园地、其他农用土地。由于问卷只调查了耕地

的经营权的流转情况,没有调查林地、草地、园地、其他农用土地的流转情况,为了使土地确权与土地流转的相关研究更合理,这

里的土地确权统计的是耕地确权情况,若耕地取得土地经营权证书,则土地确权赋值为 1,若耕地没有取得土地经营权证书,则赋

值为 0。 

2如上所述,由于 CHFS的问卷只调查了耕地的流转情况,没有调查林地、草地、园地以及其他农用土地的流转情况,因而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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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流转指的是耕地的流转情况。 

3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学历、性别、年龄、自评健康状况,以及政治面貌。 

4 在 CHFS 调查问卷中,选择了最了解家庭财务状况的人作为受访者。在 9908户样本农村家庭中,有 9006 户的户主是最了解

家庭财务状况的,这 9006 户样本家的受访者是户主。本文剔除了 902 份受访者不是户主的样本,余下的 9006 份样本受访者均为

家庭户主。 

5 Logit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样本家庭是否进行土地确权,解释变量为户主特征变量、家庭财产总量、地区虚拟变量,

其中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学历、性别、年龄、自评健康状况,以及政治面貌。为节省篇幅,在正文中没有给出 Logit 模型

的估计结果。 

6由于篇幅所限,正文中没有给出具体的匹配结果。 

7在方程(3)中,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土地经营权转入)的系数(b1)不显著；但在方程(4)中,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系

数(γ)显著。采用联合显著性检验,发现 b1γ乘积的系数显著,因而土地经营权转入的部分中介效应成立。 

8在带有工具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中,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的学历、性别、年龄、自评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家庭财产总量,

以及地区虚拟变量。 


